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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4—2016 年中国 24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在准确测算城市减霾绩效的基础上,采用连续型

多期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实证考察高铁服务强度对减霾绩效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高铁服务强

度的提升有利于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但同时也会恶化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且这种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存

在于 500 km 以内;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三种传导途

径促进本地减霾绩效的改善,并可以通过减霾绩效的空间关联效应及人力资本虹吸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

产生影响;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减霾绩效的改善作用较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对资源型城市减霾绩

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其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仅体现于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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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peed railway and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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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8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we measure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and adop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SDID) model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intensity on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a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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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s. The enhancement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 intensity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but it worsens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neighboring regions with a spatial attenuation boundary of

500 km. The enhance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service intensity improves local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three transmission channels: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However, its enhancement can affect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neighboring regions through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of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and the siphon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The improvement of high-

speed railway service intensity has a more evident effect on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but its improvemen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nly has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high-speed railway service intensity; haze pollution; haze-governing performanc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spatial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odel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高歌猛进,中国的环

境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雾霾污染,自 2013 年以来

已经成为秋冬季节的“常客”。 针对日益严峻的环

境污染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而党的二十大进一

步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视为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手段。 在一系列政策的

作用下,虽然我国的平均雾霾日数在持续下降,但
“十面霾伏”并未完全离我们远去。 据世界卫生组

织于 2022 年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库数据显示,
中国主要城市的 PM2. 5平均浓度为 38. 5 μg / m3,仍
然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空气质量准则值的 3. 85
倍①。 可见,探寻雾霾污染的防治策略,依然具有

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策价值。
现有研究表明,机动车的大量使用是中国城

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1]。 北京生态环境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机动车排放是北京市本地 PM2. 5

的第一大来源,占比高达 45% ②。 基于这一事实,
现有文献对交通运输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开展了大

量研究。 如部分文献从交通替代角度为轨道交通

的空气污染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2]。 与地铁

等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相比,高速铁路(简称“高
铁”)是一种跨城市、跨区域的新型轨道交通,其对

空气污染的影响机制可能更为复杂。 一方面,高
铁本身属于清洁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其完成相

同客运量所消耗的能源不足公路和航空运输的一

半[3],因而可以通过交通替代效应对空气污染产

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高铁具有高机动性、高可

靠性及高安全性等特点,其运行速度及密度均高

于普通铁路,因而可以通过时空压缩效应重塑区

域经济格局[4],进而对空气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高铁修建浪潮,由此

高铁与空气污染的关系激发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

趣。 其中,张华等[5] 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

发现,高铁开通使本地 PM2. 5 的平均浓度降低了

1. 81%。 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高铁抑制雾霾污染

的主要机制之一是降低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事实如

此,那么高铁在空气污染治理上的作用就会大打折

扣,因为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上述背景引发本文思考如下问题:如果高铁

确实可以降低雾霾污染,那么这种减霾效应是否

仅是一种“因噎废食”的结果? 换言之,高铁能否

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雾霾治理的“双赢”? 为了

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高铁和减霾绩效(即雾霾

污染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开展专

门考察。 显然,将雾霾这一非期望产出和能源要

素投入同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测算框

架而得到的减霾绩效,可以有效反映经济增长和

雾霾治理的协调程度[6],因而适用于研究高铁对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然而,尽管很多研究已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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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https: / / www. who. int / airpollution / data / cities / 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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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高铁建设对常规环境绩效的影响[7],但是他

们在环境绩效测算中并未考虑雾霾污染这一非期

望产出,因此难以回答上述问题。 更重要的是,高
铁具有很强的网络属性,其不仅会对本地的环境

质量造成影响,还会通过交通网络对周边地区产

生跨区域影响。 因此,一个地区高铁的快速发展

可能会通过重塑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空间布

局而影响周边地区的减霾绩效,忽视这种空间溢

出效应显然难以准确评价高铁建设的综合效应。
虽然一些研究在考察高铁的环境效应时已经对空

间溢出效应予以关注,但是他们未能就空间溢出

效应的发生机制予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

验[8]。 事实上,相关研究考虑上述空间溢出效应

的目的通常仅是为了提高计量经济模型的稳健

性,即满足 DID 模型所要求的个体处理效应稳定

性假设(SUTVA),但是对该效应本身的形成机制

缺乏深入思考。 同时,对空间溢出效应形成机制

的忽视,也使得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实证框架难以

对上述机制予以有效的经验识别。 因此,十分有

必要拓展当前普遍采用的机制检验模型,以考察

高铁对邻近地区减霾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此,本文将在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下,就

高铁建设对减霾绩效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 与既

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采用改进的数据

包络分析(DEA)方法准确测算了中国城市层面的

减霾绩效,进而首次考察了高铁建设对城市减霾

绩效的影响方向和传导机制,对“高铁经济学”的

研究内容进行了重要的拓展与深化。 第二,在研

究视角上,本文不仅阐释和考察了高铁对本地减

霾绩效的影响,还对高铁如何影响邻近地区的减

霾绩效进行了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无疑弥补了

既有文献忽视高铁空间溢出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

缺陷。 第三,在识别策略上,本文使用空间双重差

分(SDID)对减霾绩效和高铁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

进行了控制,在满足 DID 模型要求的 SUTVA 这一

更为稳健的条件下为提出的理论假说提供了可靠

的经验支持。 同时,通过将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

效应模型予以结合,本文提出了一个考虑空间溢

出效应的机制检验模型,该模型允许我们在逻辑

一致的框架下对高铁影响本地和邻近地区减霾绩

效的作用机制予以同时识别。
一、传导机制与研究假说

尽管目前尚缺乏就高铁建设对减霾绩效的影

响所开展的系统考察,但结合高铁建设对经济增

长和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本文仍然可以尝试对

其影响机制进行讨论(见图 1)。
(一)高铁建设影响本地减霾绩效的传导机制

(1)产业结构效应。 高铁缩短了城市之间的

时空距离,削弱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从而可以

促进劳动力、信息及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沿线城市

之间进行优化再配置[9]。 高铁主要以客运为主,
对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等高度依赖劳动力和

信息要素的行业影响更加明显,因而可以通过促

进服务业发展而优化升级高铁城市的产业结构。
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

可以实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排放的

“双重红利”,因此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合理替代

可能对减霾绩效产生改善作用。 一方面,第三产业

往往较第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更高而污染排放水

平更低[10],从而可以在既定的投入产出条件下实现

更低的雾霾污染。 另一方面,在中国环境规制日益

趋紧的背景下,高污染、低效率的工业企业将面临更

高的生产(环境)成本,市场竞争机制会促使这部分

企业的生产要素优先向第三产业转移[11],从而助推

工业内部结构的“去污染化”。 因此,高铁建设可以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而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
(2)技术创新效应。 高铁作为技术溢出的载

体,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促进沿线城市的技术创新。
一方面,在区域可达性限制下,知识溢出会随着空

间距离的扩大而不断衰减,从而表现出高度的本

地化特征[12]。 虽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沟通成本,但是由于默会知识的存

在,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并不能被完全取代。 因此,
高铁建设可以通过提升区域可达性而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直接交流,进而产生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
另一方面,高铁建设引起了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

性服务业在高铁沿线城市集聚[13],这不仅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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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作创新与技术贸易等途径促进产业内不同企

业之间的技术学习,从而推动技术在产业内部扩

散[14],还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扩散

效应促使产业链整体的技术水平得到提升。
同时,作为获得技术进步的基本途径,技术创

新对于实现经济增长与雾霾治理“双赢”的作用是

不言而喻的。 在经济增长方面,无论是新古典增

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

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维持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

用。 而在环境保护方面,技术进步也被普遍视为

节能减排的重要驱动因素。 由此可见,高铁建设

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
(3)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劳动力流动决策本

质上是个体权衡成本和预期收益的结果,高铁建

设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力的成本和收益而对劳动力

流动产生影响。 在成本方面,高铁建设带来的“时
空压缩效应”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和

广度[15],使其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以更短

的时间搜寻到合适的工作,从而降低个体在劳动

力市场的搜寻成本。 在收益方面,高铁建设带来

的技术进步效应使得高铁沿线城市的知识溢出水

平更高,这为个体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及交流环境,

从而有助于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 因此,在降低

工作搜寻成本和增加个体学习机会的双重影响

下,劳动力会逐渐向高铁沿线城市集聚。 同时,在
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往往比低技能

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频繁,也更容易被思想交流的

机会所吸引[16],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高铁城市对人

力资本的吸引作用。
与高铁建设和人力资本集聚的关系相比,人

力资本集聚对减霾绩效的作用机制更为明显。 一

方面,高学历人才不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
节能减排意识也往往更强,从而有助于减霾绩效

提升。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集聚可以极大地降低

知识的传播成本,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17],进而可

以通过强化高铁建设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而改善

减霾绩效。 因此,高铁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

本在高铁沿线城市的集聚而改善其减霾绩效。
基于上述机制分析,本文可以提出如下两个

假说:
假说 1:高铁建设有助于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
假说 2:高铁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技

术创新效应及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三种传导途径,
对本地的减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图 1　 传导机制

　 　 (二)高铁建设影响邻近地区减霾绩效的传导

机制

高铁建设可以通过减霾绩效本身的空间关联

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产生影响。 一方面,
区域经济系统内存在广泛的商品贸易、技术扩散

及要素流动,从而使得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

平表现出空间相关性[18]。 另一方面,雾霾污染也

会通过大气环流等自然因素,以及产业转移、污染

泄漏及交通流动等经济机制扩散到邻近地区。 因

此,以减霾绩效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和环境双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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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环境绩效指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空间关联效应。 当高铁建设

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后,这种影响会随之向邻近

地区传递,从而提升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
此外,高铁还可能通过上述产业结构效应、技

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三种传导机制而

反作用于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首先,从产业结构

效应来看,由于高铁的快速发展会推高本地的房

地产价格,这可能将对运营成本更为敏感的工业

企业“挤出”至邻近地区,从而通过“恶化”邻近地

区的产业结构而不利于其减霾绩效的提升;其次,
从技术创新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具有空间扩

散效应,邻近城市同样会从高铁城市的技术水平

提升中获益,从而有助于其减霾绩效的提升;最
后,从人力资本集聚效应来看,高铁城市的人力资

本流入显然会伴随着周边城市的人力资本流出,
从而不利于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改善。 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可以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高铁建设可以通过减霾绩效的空间关

联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人力资本

集聚效应四种传导途径,对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

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从上述四种传导途径的作用方向来看,虽然

高铁建设可以通过减霾绩效的空间关联效应及技

术创新效应促进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提升,但也

可能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及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而不

利于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改善,从而使其对减霾

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最终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

性。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 4A(B):如果高铁建设改善(恶化)了邻

近地区的减霾绩效,那么说明高铁建设对减霾绩

效表现出正(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模型及参数估计方法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因素之间通常存在着双

向因果关系[5],因此相关研究在对交通基础设施

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环境效应进行因果识别时往往

受困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而基于准自然实验的

DID 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然而,

对本文而言,传统 DID 模型依然面临着如下两方

面问题。 第一,截至 2016 年年底,在 248 个样本城

市中有 169 个城市开通了高铁,其中有 10 个城市

的高铁日出行频次超过了 500 次,但仍有 27 个城

市不足 50 次。 由于高铁日出行频次直接反映了高

铁的服务强度,这使得高铁建设可能对减霾绩效

存在异质性影响,而基于 0 -1 政策虚拟变量的传统

DID 模型难以对上述影响予以反映。 第二,由于高

铁存在广泛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使得传统 DID 模

型违背 SUTVA 假设而难以得到一致性估计量。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结合 Moser 等[19] 与

Dubé 等[20]的做法对传统 DID 模型予以改进:首先

采用高铁日出行频次这一连续变量替换政策虚拟

变量,从而准确刻画高铁服务强度的异质性影响;
然后,进一步在模型中嵌入空间交互项来构造

SDID 模型,以此对空间溢出效应予以有效控制。
考虑到空间杜宾模型(SDM)通常更具一般性,因
此本文最终采用了如下基于 SDM 的多期连续型

SDID 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

TFHPit = α + ρ∑ j
wijTFHPjt + βHSRSIit + γZit +

θ∑ j
w ijHSRSI jt + ψ∑ j

w ijZ jt + μi + λ t + εit (1)

式(1)中, i 代表城市, t 代表年份; w ij 为描述

城市之间空间邻近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TFHP 为减霾绩效;HSRSI 为高铁服务强度;Z 为一

组控制变量向量; μ和 λ分别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

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其余为待估参数。 由于式

(1)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此时最小二

乘法(OLS)和极大似然法(MLE)估计均可能不一

致,而 Lee 等[21] 提出的偏误修正的准极大似然法

(BC - QMLE)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本文

将采用 BC - QMLE 对式(1)进行估计。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1)减霾绩效 (TFHP) :为得到准确的减霾绩

效测算结果,本文参考邵帅等[22] 对传统 DEA 模型

予以改进。 首先,参考 Afsharian 等[23] 构建包含环

境非期望产出的总体环境技术,从而对基准技术前

沿进行精确的设定。 其次,采用 Zhou 等(20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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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在考虑投

入产出变量松弛问题的基础上,以 PM2. 5为非期望

产出,对各城市的生产效率进行准确测算。 最后,
采用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计算得到样本城市的

减霾绩效。
在减霾绩效测算中,本文以实际 GDP 为期望

产出,以 PM2. 5为非期望产出,以资本存量、劳动力

和能源消费为投入变量。 其中,PM2. 5来源于哥伦

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全球

PM2. 5的浓度年均值的栅格数据;劳动力采用城市

就业人员数予以度量;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25] 采

用永续盘存法测算而得;鉴于城市能源消费数据

尚未公开发布,本文参照 Huang 等[26],基于城市能

源强度和 GDP 数据对其进行反演。
(2)高铁服务强度 (HSRSI) :本文以高铁日

出行频次度量高铁服务强度。 该数据通过中国铁

路总公司公布的《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及

12306. com 网站手动查找并整理而得。
2. 机制变量

(1)产业结构 ( IS) :为对产业结构效应进行

检验,本文选取由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度量的产业结构变量作为对应的机制变量[5]。
(2)技术创新水平 (TI) :为对技术创新效应

进行检验,本文参照 Yang 等[3] 的做法,采用人均

专利授权数量对技术创新水平进行度量,专利授

权数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3)人力资本集聚水平 (HC) :为对人力资本

集聚效应进行检验,本文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人数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并借鉴 Ciccone 等[27]

提出的经济密度概念构建了人力资本密度,即单

位面积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对人力资本集聚

水平予以度量。
3. 控制变量

(1)人口密度 (PD) :采用单位面积的人口数

予以度量。
(2)对外开放程度 (OP)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

(FDI)占 GDP 的比重予以度量。
(3)政府干预程度 (GI) :采用剔除教育和科学

事业支出后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予以度量。

(4)要素结构 (KL) :采用劳均资本存量,即资

本深化程度予以度量。
(5)科技支出水平 (RD) :采用地方财政科学

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予以度量。
本文剔除了考察期内行政区划发生改变,以

及个别变量缺失严重的城市。 经过筛选,本文最

终采用了 2004—2016 年中国 248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样本。 除前文已经说明数据来源的 PM2. 5、能源

消费、高铁日出行频次及专利授权数量外,本文使

用的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

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本文将其按 2003 年不变价进行了平减。 上述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HP - 9. 166 23. 523 - 113. 287 70. 978
HSRSI 0. 362 0. 905 0. 000 8. 05
IS 82. 449 41. 869 9. 432 416. 563
TI 5. 963 14. 989 0. 011 197. 132
HC 9. 66 18. 245 0. 000 142. 191
PD 0. 458 0. 336 0. 005 2. 662
OP 2. 112 2. 182 0. 000 18. 189
GI 12. 154 6. 762 3. 203 145. 559
KL 0. 634 0. 442 0. 025 3. 745
RD 1. 267 1. 331 0. 033 20. 683

(三)空间权重矩阵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空间距

离、时间距离及经济距离 3 个维度构建了如下 3 种

空间权重矩阵:

　 　 　 w1
ij =

1
dij

,i ≠ j

0,i = j
{ ,

　 　 　 w2
ij =

1
tij
,i ≠ j

0,i = j
{ , (2)

　 　 　 w3
ij =

1
dij

perGDP j

perGDP i
,i ≠ j

0,i = j

ì

î

í

ïï

ïï

首先,本文构建了常见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W1),其元素为 w1
ij ,其中 dij 为使用经纬度计算的

城市 i 和 j 之间的地理距离。
其次,由于高铁主要是通过缩短城市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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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时间而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即在地理距离一

定的条件下,城市之间的邻近关系会随着列车通

行时间的缩短而增加。 据此,本文构建了高铁时

间距离权重矩阵(W2)对上述关系予以反映,其元

素为 w2
ij ,其中 tij 为城市 i 和 j 之间最短高铁通行时

间,相应的数据主要通过 12306. com 网站手动查

找得到。 对于没有开通高铁的城市,本文则参考

乔彬等[28]的做法对其进行估算。
最后,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较欠发达地区对

周边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更强的事实,本文

还参考 Parent 等[29]构建了非对称经济地理距离权

重矩阵(W3),其元素为 w3
ij ,其中 perGDPk (k = i,

j) 为样本期内 k 城市的人均 GDP 均值。
三、基准结果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为检验 DID 模型所要求的平行趋势假设,本
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高铁的动态效应予以考

察[8]。 考虑到各城市的高铁服务强度存在差异,
本文将刻画高铁开通“事件”的虚拟变量与各城市

的平均高铁服务强度进行交乘,从而对高铁的异

质性影响予以反映,具体模型如下:

TFHPit = α0 +ρ0∑ j
wijTFHPjt + ∑

9

k =-9,k≠-1
βkD k

itHSRSIi +

γ0Z it + ψ0∑ j
w ijZ jt + μ- i + λ

-

t + ε- it (3)

式(3)中, HSRSIi 为城市 i 的平均高铁服务强

度。 Dk
it 为表征高铁开通前后时期的虚拟变量,由于

最早开通高铁的年份为 2007 年,本文的样本最多

仅包括开通后第 9 期的数据,因此我们以前后 9 期

为界对 Dk
it 进行赋值。 假设 si 表示城市 i 开通高铁

的具体年份,如果 t - si = k ,则定义 Dk
it = 1 ,否则

为 0,其中 k ∈ [ - 9,9]。 同时,本文将高铁开通前

一年作为基准年份,即剔除了式(3)中 k = - 1 的

虚拟变量。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空间计量模型,解
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不等于其边际效应,因此

这里主要考察式(3)中交互项的直接效应。
图 2 展示了基于 W1权重矩阵估计得到的上述

交互项的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高
铁城市和非高铁城市减霾绩效的时变趋势在高铁

开通前基本一致,即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同时,还

可以发现,在高铁开通当年,高铁建设就显著提高

了高铁城市的减霾绩效,而且这种促增效应在随

后几年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模型(3)依次为基于 W1、W2、W3权重矩阵得

到的估计结果。 由表 2 可知,无论采用何种权重矩

阵设定,对应变量的估计系数的符号方向、大小及

显著性水平均十分接近,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较

为稳健。 其中,减霾绩效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城市层面的减霾

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如前文所述,由
于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模型(1) ~ 模型(3)的估

计系数不再能够准确地反映解释变量对减霾绩效

的边际影响。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计算 SDID 模型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表 2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模型
(1)

空间面板(W1)
(2)

空间面板(W2)
(3)

空间面板(W3)

HSRSI 0. 033∗∗∗

(0. 007)
0. 034∗∗∗

(0. 008)
0. 032∗∗∗

(0. 007)

WHSRSI - 0. 168∗∗∗

(0. 057)
- 0. 178∗∗∗

(0. 068)
- 0. 102∗∗∗

(0. 036)

ρ 0. 648∗∗∗

(0. 075)
0. 666∗∗∗

(0. 069)
0. 625∗∗∗

(0. 073)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值 1 416. 662 1 419. 056 1 403. 227
R2 0. 236 0. 236 0. 214
N 3 224 3 224 3 224

注:∗∗∗、∗∗、∗分别表示 p < 0. 01、p < 0. 05、p < 0. 10 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中的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型标准误;ρ 为被解释变量
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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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汇报了基于表 2 中模型(1) ~ 模型(3)的
结果计算而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通过比较

3 种权重矩阵的结果可以发现,高铁服务强度的间

接效应在W1和W3权重矩阵下均在 5%的水平上显

著,但在 W2权重矩阵下仅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 W1和 W3权重矩阵对于空间溢出效应的捕捉

效果更为理想。 同时,由表 2 可知,W3权重矩阵下

的对数似然值及拟合优度(R2)均小于 W1权重矩

阵,说明 W1权重矩阵对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优。 以

上结果共同表明,W1权重矩阵具有更为优良的综

合计量技术表现,这可能是因为减霾绩效具有明

显的自然气象特征,因而其空间相关性更多地体

现于地理关联而非高铁时间及经济关联特征上。
因此,本文主要以 W1权重矩阵的结果为例对表 3
中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讨论,并且在下文

剩余的研究中,也将采用 W1权重矩阵开展进一步

的实证考察。
表 3　 基准回归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矩阵 W1 W2 W3 W1 W2 W3

HSRSI 0. 031
∗∗∗

(0. 007)
0. 032∗∗∗

(0. 008)
0. 031∗∗∗

(0. 007)
-0. 431∗∗

(0. 197)
-0. 493∗

(0. 264)
-0. 217∗∗

(0. 103)

由表 3 中基于 W1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可以看

出,高铁服务强度的直接效应为 0. 031,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表明高铁日出行频次每增加 100 次,
本地的减霾绩效将提高 3. 1% ,该结果验证了本文

提出的假说 1。 同时,高铁服务强度的直接效应和

减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也部分验

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3,即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可

以通过减霾绩效的空间关联效应促进邻近地区的

减霾绩效。 此外,高铁服务强度的间接效应(空间

溢出效应)为 - 0. 431,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一个城市的高铁日出行频次每增加 100 次,将使

得其他 247 个城市的减霾绩效平均降低 0. 17% ,

即高铁服务强度对减霾绩效表现出了负向的空间

溢出效应,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4B 而证

伪了假说 4A。
(三)稳健性检验

1. 基于 PSM - SDID 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 Heyman 等[30] 的做法,基于逐年匹

配的 PSM - SDID 方法,依据一组可观测变量为高

铁城市挑选出与其特征相似的非高铁城市,从而

最大程度地排除样本自选择偏误。 其中,除了前

文所述的机制变量及控制变量外,本文还额外添

加了人均 GDP(PG)作为匹配变量③。 表 4 汇报了

基于 PSM - SDID 方法的参数估计结果、直接效应

及间接效应④,其中 X 表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WX 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结果显示,
高铁服务强度的直接效应为 0. 033 且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间接效应为 - 0. 413 且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论在考虑样本自选择偏误

问题后依然保持稳健。
表 4　 基于 PSM - SDID 方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X WX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HSRSI
0. 035∗∗∗ - 0. 153∗∗ 0. 033∗∗∗ - 0. 413∗

(0. 008) (0. 061) (0. 008) (0. 217)
城市 / 年份
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对数似然值 R2 N

是 是 1 445. 957 0. 230 2 964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还通过为样本随机分配 HSRSI 的方式进

行安慰剂检验。 在 200 次安慰剂检验后,本文获得

了 200 个“虚假”的 HSRSI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并在图 3 中绘制了相应的频数分布状况。 可以

发现,基准回归得到的实际的直接效应 0. 031 和间

接效应 - 0. 431 均位于频数分布图的范围之外。
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发现”,本文的

核心结论对遗漏变量问题也保持着较高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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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以人均 GDP 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高铁开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将其视作匹配变量。 但如引言所述,高铁的减霾效

应有可能是降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为了研究高铁建设能否实现经济发展和雾霾治理的“双赢”,不宜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引

入基准回归模型。
　各城市的匹配变量在匹配后非常接近,样本自选择偏误显著降低(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这里未汇报详细的匹配结果。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传导机制识别、空间衰减边界估计与异质

性分析

(一)传导机制识别

为对传导机制予以检验,本文采用中介效应

模型并基于空间计量技术开展实证考察:

TFHPit = α + ρ∑ j
wijTFHPjt + βHSRSIit + γZit +

θ∑ j
w ijHSRSI jt + ψ∑ j

w ijZ jt + μi + λ t + εit (4)

Mit = α1 + ρ1∑ j
w ijM jt + β1HSRSIit + γ1Z it +

θ1∑ j
w ijHSRSI jt + ψ1∑ j

w ijZ jt + μ~ i + λ~ t + ε~ it (5)

TFHP it = α2 + ρ2∑ j
w ijTFHP jt + β2HSRSIit +

νM jt + γ2Z it + θ2∑ j
w ijHSRSI jt + π∑ j

w ijM jt +

ψ2∑ j
w ijZ jt + μ⌒i + λ⌒ t + ε⌒it (6)

式中,中介变量 M 为潜在的机制变量,包括

IS、TI 和 HC。 为在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对中介效

应予以逐步检验,本文将式( l)( l = 4,5,6)中解释

变量 X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记为 X( l)
DE 和

X( l)
IE 。 基于此,本文绘制了基于逐步法的中介效应

检验示意图,见图 4。
按照图 4 的思路,对直接效应进行检验的步骤

如下:首先,检验 HSRSI(4)DE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

按存在中介效应立论;其次,检验 HSRSI(5)DE 和 M(6)
DE

是否显著,如果二者均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

应;再次,检验 HSRSI(6)DE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说

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

全中介效应。 类似地,检验高铁服务强度的间接

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的具体步骤如

下:首先,检验 HSRSI(4)IE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按

存在中介效应立论;其次,检验 HSRSI(5)IE 和 M(6)
DE 是

否显著,如果二者均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最后,检验 HSRSI(6)IE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说明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

介效应。

图 4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5 汇报了基于 W1权重矩阵的中介效应模型

的检验结果。 结合图 4 的检验思路和表 5 的估计

结果容易发现,就直接效应而言,产业结构、技术

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均符合部分中介效

应的判别标准。 就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而

言,三个机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则存在差异。 首先,
产业结构并非高铁服务强度影响邻近地区减霾绩

效的中介变量。 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工业用

地市场属于买方市场,高铁在促进区域市场一体

化的过程中会因为加剧地方政府的工业引资竞争

而降低工业用地价格[31],因而不会明显因土地价

格上升而将工业企业挤出至周边地区。 其次,人
力资本集聚水平符合完全中介效应的判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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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技术创新水平也不符合中介效应的标准。
这可能是因为,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往往面临着一

定的人力资本门槛,而高铁建设会造成邻近地区

的人力资本流失,从而使得技术溢出效应难以有

效发挥。
综上所述,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可以通过产

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三种传导途径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从而证明假

说 2 是完全成立的。 同时,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仅

会通过减霾绩效的空间关联效应及人力资本集聚

效应两种传导途径影响邻近地区的减霾绩效,从
而证明假说 3 仅部分成立。

表 5　 机制检验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机制变量 M = IS M = TI M = HC

模型 式(4) 式(5) 式(6) 式(5) 式(6) 式(5) 式(6)
直接效应

HSRSI 0. 031∗∗∗
(0. 007)

0. 050∗∗∗
(0. 017)

0. 025∗∗∗
(0. 008)

5. 431∗∗∗
(1. 030)

0. 021∗∗∗
(0. 007)

2. 727∗∗∗
(0. 618)

0. 024∗∗∗
(0. 008)

IS — — 0. 109∗∗∗
(0. 042)

— — — —

TI — — — — 0. 002∗∗∗
(0. 001)

— —

HC — — — — — — 0. 002∗
(0. 001)

间接效应

HSRSI -0. 431∗∗
(0. 197)

- 1. 137
(0. 883)

- 0. 397∗
(0. 212)

12. 157
(39. 436)

- 0. 560∗∗
(0. 245)

-10.605∗∗∗
(3. 227)

- 0. 357
(0. 234)

IS — — -0. 064
(0. 573) — — — —

TI — — — — 0. 020
(0. 015) — —

HC — — — — — — -0. 040
(0. 035)

(二)空间衰减边界估计

一般而言,空间相关性会随着城市间距离的

增加而逐渐降低,从而导致高铁建设对减霾绩效

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区域边界。 为此,我们对 W1

权重矩阵的元素设定了距离阈值,从而实现对空

间衰减边界的估计:

w1
ij =

1
dij

,if dij > dt

0, if dij ≤ dt

ì

î

í

ïï

ïï
(7)

式(7)中, dt 为距离阈值。 我们将 dt 的初始值

设定为 50 km,然后按 50 km 的步长逐步增加,直至

增加至 1 500 km 为止。 图 5 汇报了不同阈值下

HSRSI 的间接效应,可以发现,高铁建设对邻近地

区减霾绩效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 500 km 以内,
这意味着高铁城市主要对周边 500 km 范围内的城

市产生人力资本虹吸效应。 由于存在较大的迁移

成本,500 km 以外的劳动力可能并不会被高铁城

市条件优渥的工作机会和良好的思想交流环境所

吸引。 在 500 km 以外,HSRSI 的间接效应逐渐趋

于 0,说明高铁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渐消失。

图 5　 空间衰减边界估计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各城市在资源禀赋、区位条

件、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

异,因而前文基于总体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

会掩盖区域差异。 因此,有必要基于分区域子样

本进行实证考察。 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以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

往往面临着经济和环境的双重资源诅咒效应[32]。
更重要的是,资源产业部门通常还具有地理“锁
定”效应,从而难以像一般的制造业那样通过直接

压缩产业规模或产业转移而推动自身产业结构的

绿色升级,且丰裕的资源禀赋还易于弱化政府和

民众的创新动力,甚至可能通过提高教育的机会

成本而减缓人力资本积累[33]。 换言之,资源型城

市的特点可能会切断本文提出的高铁建设改善本

地减霾绩效的三种传导机制。 据此推测,高铁建

设可能不会有效改善资源型城市的减霾绩效。 因

此,还有必要针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子

样本开展异质性考察。
表 6 汇报了基于空间权重矩阵 W1的异质性分

析结果。 从高铁服务强度的直接效应来看,东部

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但东

部地区的估计系数明显较小,表明高铁对东部地

区减霾绩效的改善效果弱于中西部地区。 其原因

在于,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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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程度,其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更

强、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诉

求也更高,这些因素均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高铁

建设对东部地区减霾绩效的边际改善效果。 同

时,高铁服务强度在非资源型城市的直接效应显

著为正,但在资源型城市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
与前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表 6　 异质性分析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模型 (1) (2) (3) (4)

子样本 东部 中西部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直接效应

HSRSI 0. 015∗∗

(0. 006)
0. 043∗∗∗

(0. 015)
0. 011

(0. 028)
0. 023∗∗∗

(0. 007)
间接效应

HSRSI - 0. 008
(0. 055)

- 0. 638∗∗

(0. 249)
- 0. 299
(0. 353)

- 0. 062
(0. 123)

从高铁服务强度的间接效应来看,其在中西

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而在东部地区的间

接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高铁城市对邻近地

区减霾绩效的恶化主要表现于中西部地区。 从人

力资本集聚效应来看,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首

位度较东部地区更高,从而使得高铁网络的完善

更倾向于增强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对边缘城市人

力资本的虹吸效应。 高铁服务强度在资源型城市

和非资源型城市的间接效应均为负但均不显著,
表明高铁建设在两类子样本中均未对减霾绩效表

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与非资源型城市相

比,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本预期回报率普遍较低,
这使得人力资本流动现象通常发生于两类城市之

间。 因此,仅基于两类城市子样本的估计结果难

以反映这种人力资本虹吸效应,因而使得二者的

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五、总结性评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中国 248 个城市的面

板数据样本,在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下,采用多期

连续型 SDID 模型就高铁服务强度对减霾绩效的

影响及传导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得到了如下主

要研究结论:第一,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虽然可以

显著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但同时也会恶化邻近

地区的减霾绩效,且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存在

于 500 km 以内;第二,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会通过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而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通过

促进面对面的信息交流而加强本地的技术创新能

力,还会通过吸引人力资本流入而提高本地的人

力资本集聚水平,从而改善本地的减霾绩效;第
三,高铁服务强度的提升主要通过减霾绩效的空

间关联效应以及对周边地区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

而影响邻近地区减霾绩效的提升;第四,高铁服务

强度对减霾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中西部地区

的改善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

并不显著,其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仅体现于中西部

地区。
(二)启示

第一,应在统筹优化高铁网络布局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对高铁的投资力度。 近年来中国高铁

的连年亏损引发社会各界对高铁“账本”的广泛争

议。 然而,高铁是政府提供的具有准公共产品属

性的基础设施,忽略其正外部性而仅关注其财务

效益显然有失偏颇。 本文发现,高铁建设有助于

高铁城市实现经济增长和雾霾治理的“双赢”,这
从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为中国高铁扩建的

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因此,中国仍需稳步推

进高铁建设,助力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应在加强高铁布局顶层设计的同时,构

建基于跨区域联盟的协商机制。 高铁建设在改善

本地减霾绩效的同时,也会恶化邻近地区的减霾

绩效,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制定高铁规划时要注

重这种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合理布局高铁

线路而实现减霾绩效的均等化。 同时,还应通过

跨区域联盟的模式建立区域协商机制,优化城市

间的多维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产业资本、技术及劳

动力的跨区域合理流动,将高铁建设产生的负向

空间溢出效应内化于联盟之内,从而更好地实现

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作用。
第三,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建立符合自身特

点的高铁发展模式。 高铁建设对城市减霾绩效的

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这意味着地方政

府不应寄希望于高铁建设可以自发实现经济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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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协调发展,从而盲目跟风上马高铁项目,而应

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在最大程

度地实现高铁建设对本地减霾绩效改善作用的同

时,也尽可能地弱化空间溢出效应对自身的负面

影响。 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而

言,一方面应通过制度优化带动营商环境改善,抓
住高铁网络驱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重新分配的机

遇,积极承接其他地区的优质产业;另一方面应创

新人才政策,构筑软硬兼备的人才环境,在避免人

力资本流失的同时,也使得技术溢出效应得以有

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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